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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文化“走出去”源流及新时期 

对外传播路径剖析 

许钧
1
 

（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，浙江 杭州 310058） 

【摘 要】：浙江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，充满浓郁的人文气息，享有“文化之邦”的盛名。在当下“一

带一路”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，有必要从全球视野出发，重视审视浙江文化，挖掘其核心价值以助

力浙江文化焕发出更大的活力，参与新时期的国际对话。通过分析浙江文化的开放传统及其自信底蕴，认为实现浙

江文化“走出去”，要利用文化资源禀赋，打造特色文化精品；发挥人力资源优势、建设传播人才队伍；融合优质

媒介平台，拓展对外传播渠道，最终达成讲好浙江故事、传播浙江声音、为世界文明贡献“浙江智慧”的时代使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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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文化是国家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，不同的区域文化既有共同渊源，又各有特色。当下探索中国文化“走出去”正向纵

深发展，因此更应当关注、探索区域文化“走出去”的典范。在色彩斑斓的中国地域文化中，浙江文化融吴越和江南文化于一

体，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典型的代表性。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，浙江自古享有“鱼米之乡”“丝绸之府”和“文化之邦”等美誉。

近年来，在“八八战略”引领下，浙江业已成为国内创新机制最活、开放程度最高、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。作为“一带一

路”的重要起点，浙江正加快与全球各国的互联互通，并已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排头兵。2006 年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

近平同志在《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》一文中，概括总结了“求真务实、诚信和谐、开放图强”的浙江精神。2016 年 G20 峰会在

杭州成功举办，自此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，逐渐带动周边城市向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格局，“走出去”已成为浙江文化建设的重

要方向。本文拟通过分析浙江文化的开放传统及其自信底蕴，探讨浙江文化“走出去”的实现路径，以期为浙江文化“走出去”

提供建议，进而为区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“走出去”提供一些参考。 

一 浙江文化“走出去”的优良传统 

浙江文化系由浙地先民在与自然条件相调整、与社会发展变革相调适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发展形成的，具有开拓创新、求真

务实的鲜明特征。7000年前，浙江沿海平原仍是一片汪洋，并不适宜生存。而浙地先民凭借顽强的意志在此扎根，开垦出田地。

河姆渡文化遗址表明，当时的水稻种植、建筑技术和制陶技艺等均已十分发达，由此成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诞生地之一，也

是浙江文化的源头所在。 

随着自然境候的演变，生存环境的恶化迫使一部分浙江先民漂洋过海寻觅新的落脚之处，由此形成“内越”“外越”之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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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越绝书》记载，及至秦始皇时期，“徙天下有罪谪吏民，置海南故大越处，以备东海外越”①2。秦虽并灭六国，唯东海外

越不服，因秦朝采取严厉的防卫措施，漂流在东海的外越出海另求生路，主要向日本列岛和南洋列岛等地迁移。从此，他们御

海弄潮、披荆斩棘，成为传播越文化的先锋
①
。 

在中外文化、宗教、科技和文学交流史上，浙江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。回首长达千年的佛经翻译史，浙江涌现了释慧皎、

释道宣和释赞宁等翻译名家②。16 至 17 世纪，欧洲人抵达中国沿海，浙江随即成为最早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区域之一，其中尤

以宁波、温州等地最为明显。在全国各省份中，浙江人率先开始从事中西文化交流，开眼看世界。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主要力

量是来华传教士，他们揭开了近代历史上浙江与域外文化交流的序幕。一方面，部分浙江文人在来华传教士的影响下开眼看世

界，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李之藻和杨廷筠。整个明代历史上，李之藻是少数几个能够真正理解西方科技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，

也是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杭州人。而杨廷筠则致力于调和融会儒家思想和天主教的义理与信仰，他相信天主教符合中国的圣学道

统，将西方传教士称作“西儒”。另一方面，中国文化经过传教士译介到欧洲，尔后经过欧洲学者编织、渲染，为欧洲启蒙思

想家带去丰富的精神养料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时欧洲思想的发展。在十七世纪这场以浙江为中心的学术运动中，欧洲传教

士与杭州儒士合作对西方数学、伦理学、哲学、农学、物理学著作和中国儒学经典进行互译和传播，推动了中西方传统文化的

融合与发展。 

延伸至近代，浙江籍译家为中国翻译文学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。我国翻译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翻译小说《昕夕闲谈》③译

者即为浙江杭州钱塘人士蒋其章④。此举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及翻译史上无疑具有开拓意义，“蠡勺居士”蒋其章因此被盛赞为

“把翻译种子撒到荒原上的第一个人”，开了“介绍西洋文学的先河”⑤3。译界曾普遍认为林纾译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系中国翻

译文学史之发端，实际上，这一文学翻译实践，比《昕夕闲谈》(1873—1875)晚了二十多年。纵览此后百余年浙江翻译文学史，

可谓成就辉煌、名家辈出，不仅涌现了陈望道、朱生豪、王佐良、草婴等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家，亦诞生了许多集文学翻译和文

学创作于一身的优秀作家，如王国维、鲁迅、茅盾、徐志摩、朱自清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夏衍等。浙籍译家的文学翻译具有文

化开创性，又推动了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、文化建设和现代化进程。 

纵观浙江文化发展历史，“开拓性”的特征贯穿始终，浙江人民极大地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，创造了绵延不绝的浙江

文化。由此可见，浙江文化之所以具有开放性的传统，既是缘于其自身兼容并包的情怀与担当，又缘于一代又一代浙江人艰苦

奋斗、开拓创新所形成的自信底蕴。 

二 浙江文化“走出去”的自信底蕴 

浙江文化之所以在中华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，一方面有赖于绚丽多彩的艺术文化不断展现其生机活力，

另一方面，自宋代以来的“浙学”繁盛为浙江文化持续不断发展提供养分。两者共同孕育了“干在实处、走在前列、勇立潮头”

的新时代浙江精神，充分展现浙江地域文化的个性与特色。 

就艺术文化而言，浙江的戏曲文化和艺术是一个重要部分，也是浙江文化的金名片之一。著名浙籍戏剧评论家戴不凡先生

曾在《我的家乡地方戏》中指出，一部清初以前的中国戏剧史，半部归功于浙江。由此浙江亦被誉为“中国戏曲的摇篮”。中

国最早成型的戏剧样式——南戏，即诞生于斯。在源远流长的戏曲发展史中，浙江戏曲人才辈出，涌现如高则诚、徐渭、王骥

德、李渔、王国维等一大批卓越的浙籍剧作家与戏曲理论家。除此之外，浙江声腔剧种类纷繁。在明传奇“四大声腔”之中，

海盐腔、余姚腔均出自浙江。浙江清新优美的越剧，在众多戏曲样式中独具一格，在全国性的大型剧种中榜上有名。新时期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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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，随着越剧“小百花”的崛起，以及经典剧目《西厢记》《五女拜寿》等的涌现，浙江戏剧舞台展现出一派生机，异彩纷呈。 

民间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方文化特征，千百年来深受人民群众喜爱。浙江历史绵长，文蕴深厚，其民间艺术更是

独具特色。浙江各地的传统音乐、龙狮舞以及流行于沿海地区、山区的渔歌、田歌板等生命力持久不息，至今还活跃在各自的

舞台上，龙狮舞、百叶龙等民间艺术演出还多次走出国门，大展风采。除此之外，浙江民间传统造型艺术既有著名的“三雕一

塑”（即东阳、乐清两地的木雕，青田的石塑与温州的瓯塑），也有极富浙江特色的民间陶瓷、金属工艺、刺绣染织、灯彩剪纸

以及农民画等，在国际国内文化交流中都有积极而广泛的影响。正是这些来自民间的艺术凝聚着浙江人最朴实却也最精巧的智

慧，记录着浙江人最本真的审美情趣。 

如果说艺术文化是浙江文化的外在表现，那么学术文化则可以称作浙江文化的内在根源。纵览中国的地域文化研究，“浙

学”自成一体。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何炳松提议对宋代以来的浙江学术确立“一定的地点与名称”①至今，学界以“浙学含

义”“浙学概念”“浙学精神”等为题的研究层出不穷。具体而言，“浙学”是指浙江地区所孕育传承的学术思想，此概念最

早由朱熹提出，特指浙地的婺学、永嘉及永康之学。明代中后期，阳明心学被归人浙学。清代学者全祖望在《宋元学案叙录》

中多次使用“浙学”一词概括浙江的学术源流、特色和风格。从“浙学之盛”“浙学之中兴”“拳拳浙学之意”等表达可以看

出他对“浙学”的肯定。章学诚在《浙东学术》中，从地理的角度作了浙东和浙西学术之分，并点明“浙东学术”的特征，认

为其对经世史学与心性义理并重。民国时期，梁启超、何炳松等以前人研究为基础，续推清代“浙东史学”的概念，凸显浙学

的史学和经世特色。“浙学”在经历千百年的学术磨合过程中，可以从中概括出某种共性或精神内涵。这种精神可以是王充的

“求实疾虚”、叶适的“崇义谋利”、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等等②。从浙江人文精神的演变路径可以看出，浙江精神不仅在历

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、催生了重要成果，而且得到不断传承，成为推动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。当代浙江精神是浙

学传统人文精神的发扬光大，它所反映和体现的是当代浙江人的创业动力与精神风貌，是新时代的浙江人文精神。而正是这种

开放的浙江精神，促使“浙学”与时俱进，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中借鉴吸收，从而保持自身的活力。在“一带一路”的新形

势下，浙江学术更有必要进一步发扬“广采博取、包容并蓄”③，服务浙江文化全面“走出去”。就当下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常态

而言，从国际视野角度发掘“浙学”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。“浙学”背后的内涵不仅要在整个中国文化与学术视野中进行考察，

更要置于世界文明版图中来思考④，赋予当代浙学更加广阔的视阈，为传承和发展浙江文化、推动其融人世界文化潮流贡献力量。 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浙江文化塑造了浙江人积极自信的精神面貌，创造了恢宏的物质与精神文明。这种文化自信，主要源

自浙江文化求真务实、敢为人先的深厚积淀，更是来源于“勇立潮头”的浙江精神。基于此，如何推进浙江文化“走出去”，

提升浙江文化软实力，仍值得进一步探索。 

三 浙江文化“走出去”的路径选择 

处在“一带一路”两条路线交汇地带的浙江，地处开放前沿，既有地利优势，又有开放风气，养成了浙江人放眼世界、开

放包容的广阔视野，具有天然的人文优势。检视传统、凝练精神，可以为当下浙江文化“走出去”的内容、传播者和渠道等方

面提供指引，亦可为我国其他地域文化“走出去”提供参照。 

（一）利用文化资源禀赋，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

文化“走出去”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内容本身的吸引力。只有具有价值和引力的文化才能得到异域文化的认同。因

此，文化“走出去”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文化建设，提高文化实力，“使走出去的文化有吸引力、有穿透力”⑤4。“走出去”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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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意味着全盘出去，只有富有浙江文化特色、体现浙江文化内涵的优秀文化才值得“走出去”。在全球化时代，面对色彩纷呈

的文化品类，品牌塑造与传播至关重要。而文化作为一种产业，势必形成独特的符号与形象以便于传承与传播。由此，打造鲜

明的浙江特色文化品牌是浙江文化走出去的关键
①
。 

就国家层面而言，中国有“儒家文化”，西方世界有“基督教文化”；就国内各省份而言，山东有“孔子文化”，甘肃有

“敦煌文化”，福建有“妈祖文化”等。地域文化品牌的作用在于浓缩地域文化精髓，成为该地域文化的名片，透过特定文化

品牌即能对该地域的人文风情、精神内涵等有所了解。就文化产品而言，浙江不仅有丝绸、青瓷、茶叶、戏曲等历史瑰宝，亦

有图书出版、广播影视、文化创意等现代内容。2018 年 5 月，浙江省发布《关于以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为统领构建全面开放新格

局的意见》，明确要打响“丝路之绸”“丝路之茶”“丝路之瓷”等历史悠久的人文交流品牌。由此可见，浙江省已经认识到文

化品牌的重要地位，也在逐步明确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品牌。在“一带一路”背景下，依托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、浙江海洋经济

发展示范区、宁波舟山港、义乌国际陆港和义新欧国际班列、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、中国一中东欧博览会等平台，浙

江传统和现代商品走向丝路沿线国家，与此同时，浙商在商业实践中形成的文化也得到传播。除上述文化产品之外，具体到浙

江省内各地域，杭州有“西湖文化”，宁波有“阳明文化”，绍兴有“兰亭文化”等，内容丰富、各具特色。2019 年，良渚古

城遗址人选世界文化遗产。至此，浙江已拥有杭州西湖文化景观、大运河与良渚古城遗址等三处世界文化遗产。这些世界文化

遗产成为浙江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。浙江堪称坐拥各类历史文化资源，因此，应以此为基础，“增强文化精品意识”②，“实施

品牌战略”③，总结归纳各城市文化的共同内涵，结合浙江实际文化优势，打造独具浙江特色的文化精品，并在“一带一路”的

新时代背景下不断创新、丰富浙江文化内涵，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走出国门，面向世界。 

（二）发挥人力资源优势，建设对外传播队伍 

在新的历史时期，面临新的形势，推动地域文化“走出去”，“人才支持是关键”④。总体来看，浙江省“走出去”企业和

高等院校是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的主体。 

在浙江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，企业人力资源能发挥重要的主体作用。在“一带一路”背景下，遍布海外的浙江企业汇聚了

大量对外文化传播人才。每一件商品走出浙江，每一位员工走向海外，都伴随着浙江文化的输出。例如，温州市利用分布在 130

多个国家的近 70万温州人，开展“海外传播官培育工程”，将文化产品销往世界各地。这种传播充分调动了群众资源，具有广

泛性、生动性等优势。当然，应该认识到，这种对外文化传播缺乏自觉性和系统性。因此，需要从文化传播的战略高度对其开

展宣传和引导，充分发挥国际化企业人员的数量、行业和地域优势。 

浙江髙等教育资源丰富，外向型教育历史悠久，在培养对外传播人才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。新形势下，国际传播人才应该

具备出色的语言能力、过硬的专业技能、娴熟的文化沟通技巧和现代的国际传播理念
⑤5
。因此，高校外语专业在文化走出去的过

程中大有可为。首先，外语学习者具有更丰富的研究资料和更宽阔的研究视野，可以同时了解国内外研究前沿。其次，通过借

鉴西方学者对本土传统的认识和理解，可以获取多元的视角，从而激发新的思想火花。依托高校资源成立的对内对外研究中心

和智库，业已成为浙江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前沿阵地。2007 年成立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国家对非

智库，2011 年成立的宁波大学浙东文化与海外华人研究院，也已经成为开放的跨学科研究平台。这类平台汇聚了高校的优势人

力资源，在浙江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

从培养平台出发，除本土设立的高校以外，浙江的中外合作高等教育也起步较早。例如，宁波诺丁汉大学、温州肯恩大学

都属于优秀的典型。中外合作办学是新时代人才培养的要求，也是高等教育走向国际的产物，同时又能提升人才培养质量，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①徐翔:《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交媒体传播中的“话语圈层”效应》，《新闻界》2017年第 2期。 

②董金华:《文化产业“走出去”的浙江探索》，《浙江日报》2018年 10月 18日。 

③骆莉莉，龚伟，丁建辉:《浙江文化“走出去”路径探析》，《对外传播》2014年第 3期。 

④何艳萍:《“一带一路”下本土文化对外传播人才培养创新研究》，《今传媒》2018年第 8期。 

⑤张恒军等:《加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思考》，《新闻界》2013年第 3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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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高等教育国际化，吸引海外留学生来华交流学习，更好地传播本土文化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当前的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，存

在过于重视语言及专业课程的设计，对文化课程的关注度不足的问题。因此要注意，“既不可用语言教学来代替文化教学，犯

‘文化缺乏症’，也不可以本末倒置，以文化教学来代替语言教学，犯‘泛文化症’”
①
。因此，利用中外合作办学的良好平台

以助力“浙江文化走出去”，是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的重要渠道。 

文化是精神的延续，是比物质更能震撼人心的遗产。而无论是外语专业还是中外合作办学培养的学生，当下跨文化交流的

时代背景，对其文化掌握及传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从学校教学层面来说，不仅需要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，而且要重视学

生的文化素养，增强学生的文化认知与文化自觉，只有将语言和文化有机结合才能更全面增强学生的跨文化能力，从而培养综

合性、高层次的外语人才，顺应时代潮流，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以上为学生“国际化视野”的培育提供

了充分的土壤，但面对这种高度国际化的教育环境，如若没有坚守“立足本土”的原则，极易沦为“有文化的无根人”。因此，

在异质文化的相互接触、交流、涤荡中，更应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、认知、传承本土文化，才能对他者文化做出正确理解和理

性把握。 

（三）融合优质媒介平台，拓展对外传播渠道 

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是否合适，直接影响着传播效果，而文化传播渠道的广度决定了文化对外传播的影响力。因此，拓宽

浙江文化传播渠道，构建并创新浙江文化“走出去”模式显得尤为重要。 

纵观浙江的对外交流史，从宗教经典的传人、科技著作的引进到文学作品的输入，图书翻译出版一直占据了重要位置。这

一点并不奇怪，因为翻译是世界各个民族、各个国家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和沟通思想感情的重要途径。“翻译工作作为文化传播

的必经之道，是决定文化传播效果的直接因素和基础条件。”②6有鉴于此，一方面应当依托高校及社会平台，选取具有代表性的

浙江文化典籍和现当代作品进行对外译介。近年来，浙江 

先后成立浙江翻译研究院、浙江师范大学与北京语言大学合作共建汉语国际传播联合研究中心、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，浙

江高校还与国外多所高校联合建立孔子学院。这些专门的研究和教育传播机构，依托高校平台和资源，为浙江文化对外译介与

传播开辟了广泛的领域，在实施“经典浙江”译介工程，开展浙江学术外译项目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近年来，浙江

出版联合集团通过国际影展、书展、版权贸易等形式，重点推介麦家、王旭峰、黄亚洲、叶文玲等浙籍知名作家的作品，扩大

了浙江图书的国际影响。当然，在译介和传播主体上，除依赖本土译者外，亦可聚集国内外浙江文化研究专家，组建中外合作

编译团队，力求在“他者”文化中呈现最原汁原味的浙江文化。对于历史底蕴深厚、学术内涵系统、地域特色鲜明的浙江文化，

加强本土文化建设，引导国外学界主动探索也应成为努力的方向。只有当国外处于学习和借鉴的目的而进行自我开启才能真正

实现浙江文化“走出去”。 

除图书翻译出版外，还应当充分融合数字出版、影视、网络等各种媒介，积极发挥新媒体、融媒体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

用。浙江省拥有横店影视、杭州数字出版、乌镇互联网经济、金华数字创意等一大批优质媒介品牌，这些企业通过文化产品出

口，与国际同行开展战略合作，为浙江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广阔渠道。相关网络文学、影视等产品在国外受到广泛欢迎。顺便提

及一点，文化产品走出去的过程中，还应当提升产品文化水准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如近期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

浙江新闻频道通力合作，定期推出文化专题节目《文化浙江大讲堂》，通过讲座形式，邀请省内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资深专家

学者对浙江文化进行深人讲解，节目还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发布，扩大传播受众。虽然该举措仍以中文传播为主，但不失为对

外传播浙江文化的学习模板。在步人“互联网+”时代的今天，寻求互联网与文化的跨界合作亦值得进一步探索。如在 2017 年

由省文化部门和浙江大学共同举办的“互联网+中华文明”展览中，通过数字化手段对良渚古城及水坝等大型土建工程进行的数

字虚拟复原，由此引发观众对良渚整体文化面貌的好奇与探索的兴趣。又如宁波大学阳明文化海外传播团队，历时三年打造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①赵爱国，姜雅明:《应用语言文化学概论》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，第 255页。 

②黄友义:《发展翻译事业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繁荣》，《中国翻译》2008年第 4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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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〈传习录〉中英双语漫画》读本，以电子文本、音视频文本的形式走进六家海外孔子学院，以读者喜闻乐见的漫画为载体，讲

述浙东文化名片——王阳明的心学思想。通过类似的多模态传播途径，将原本停留在古籍经典、珍稀文物中的文化娓娓道来，

能够帮助世界人民更深刻地感受到浙江文化的自信与力量所在。 

当然，拓展传播媒介，本质上离不开提升传播内容的质量。传播渠道与模式毕竟只是外在实施形式，浙江文化本质上的感

染力与影响力才是“走出去”的立足点。 

结语 

随着浙江与世界日益接轨，浙江文化的国际化趋势愈加明显，如何把握时代契机实现浙江文化走出去已成为浙江学者不断

探索的新命题。从文中的考察可以发现，浙江文化具有雄厚的历史积淀，呈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时代印记，由此奠定建设文

化强省的坚实基础。而地处沿海的天然 

地理优势则赋予浙江与生俱来的“开放”精神。在“一带一路”背景下，浙江文化要走出去，必须进一步传承创新传统文

化产品和文化精神，增强国际视野与意识，进一步增强参与全球竞争的自信和底气，充分发挥浙江文化的优势，大胆吸收异质

文化中的竞争元素，扬弃浙江文化自身传统的不适用元素，通过“他者”激发“自我”。可以说，突出文化品牌、培养传播人

才、拓展传播媒介，业已成为浙江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路径。 

浙江文化应当充分利用自身文化资源与区位优势，抓住新时代背景下的诸多机遇，继续“勇立潮头”，争做世界文化长河

中一颗耀眼的明珠。而讲好浙江故事，传播浙江声音，提升浙江文化在新时代的国际传播能力，为世界文明贡献“浙江智慧”，

正是浙江文化“走出去”的真正追求与价值。浙江文化对外传播实践表明，中国文化走出去，地域文化是主体。各地应充分总

结地域文化走出去的历史，打造地域文化特色品牌，培育地域文化传播人才，开拓地域文化传播渠道，才能在中国文化对外传

播的历史洪流中，发挥应有的作用。 


